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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城外的居民组织 
—— 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的中国城址与城市起源 

 

 

裴安平 

 

 
目前，考古学关于史前城址与古代城市起源的研究问题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将国外

流行的“区域聚落形态”理论与方法作为中国城址城市起源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但是，中国的城址城市起源特色独具，一方面与“区域聚落形态”毫无关系，另一方面

却走过了一条从血缘组织到单一民族到多民族与阶级的不断演进之路（图 1）。 

 

 
一、城址城市起源第一阶段 

 

距今 6000—5000 年，在全新世气候高温多雨的推动下，人类的发展出现了人口和聚落

数量大幅增长的高潮，与此同时人地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进入了空前紧张与激烈的新时代。

于是，史前最早的第一批城址应运而生。 

    考古发现，这一阶段城址的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 

1、城内城外的居民有三种组织模式。 

一般而言，“聚落群”就是以聚落个体为单位近距离相聚而构成的相当部落的组织群体。

其中，有一体化和普通聚落群二种类型。相互区别明显，一体化聚落群不仅以血缘为基础，

还融入了实力，并在实力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前从未有的主从关系即核心与随从的关系，这种

关系具体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史无前例地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 

根据已有的资料，这一阶段城址所在一体化聚落群有三种组织模式。 

    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早期城址1所在聚落群就是 A型的代表，所有组织成员在空间

 

图 1：中国城市起源路线与城内城外居民组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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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近距离相聚的独立个体（图 2，1）；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2所在聚落群就

是 B型的代表，所有组织成员在空间上都零距离相聚在同一个遗址中（图 2,3）；湖北石首

跑马岭屯子山大溪文化晚期城址3就是 C型的代表，二个城址连体共同组成为一个聚落群。 

    2、城址都是一体化聚落群即一体化部落的核心。 

虽然各自组织模式不同，但城址却都是所在聚落群即部落最有实力的核心。其中，地势

开阔，堆积丰富的走马岭也是核心。 

3、城址都是单聚落的住所。 

湖南澧县城头山，从大溪一直到屈家岭文化，城内的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之所以都

具有独立而长期固定分布的特点，就说明城内只有一个聚落居住和驻守（图 2,2）。 

河南郑州西山虽然多聚落相聚在同一个遗址中，但城址不仅是核心，而且面积小，也只

适合一个聚落居住（图 2,3）。 

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山虽然是二座城的“连体城”，但每一座城都分别位于不同的山头

上，作为独立聚落的独立性也很明显（图 2,4）。 

 

图 2：距今 5 千年以前各地城址城内城外居民组织方式与平面图 

1、2、湖南澧县城头山，3、河南郑州西山，4、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山 

（1-4皆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4、城址的规模都很小。 

这一阶段，迄今全国总共发现 4座城址，面积都很小。 

湖南澧县城头山，8万平方米； 

湖北天门龙嘴，8.2万平方米4； 

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山（连体城），每城 8万平方米； 

河南郑州西山，3.5万平方米。 

    5、城址都是聚落群的高级军事中心 

    由于当时所有的聚落群即部落都是纯血缘的组织，领导与管理也都是长辈说了算；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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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没有出现政治组织，也没有政治中心；因而当时的城址就都是一体化血缘组织的军事

中心。 

又由于城址的防御功能超过了当时所有其它各种类型的聚落防御设施，如长年无积水的

壕沟和长年有积水的濠沟（图 1），所以城址的存在就显示了一种实力与防御功能都更强的

高级军事中心的意义。 
 

二、城址城市起源第二阶段 

 

距今 5000年—夏商周时期，既是中国史前城址起源的第二阶段，也是城址成为政治军

事中心的阶段。 

由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以及不同时段社会组织一体化规模与模式的不同，城址的特点

也不尽相同，所以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三个连续发展的小段。 

 

（一）第一小段：作为一体化聚落群团政治军事中心的阶段 

距今 5000—4500 年，史前社会历史性地出现了新型的聚落组织——一体化聚落群团。 

一般而言，以聚落群为单位近距离相聚而构成的跨部落一体化永久性的聚落血缘组织就

是一体化聚落群团。其中，作为一体化群团核心的城址主要有六个特点。 

1、城址所在群团有三种组织模式。 

    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所在屈家岭文化聚落群团5，A型组织模式，大量聚落群与聚落遗

址都近距离相聚在一起（图 3,1）。 

    山东日照尧王城城址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群团6，B型组织模式，所有的聚落群与

聚落都相聚在同一个遗址中（图 3,2）。 

 

图 3：距今 5—4.5 千年各地史前聚落群团遗址分布图 

（1 引自国家地理中文网，2 引自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3引自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内蒙包头大青山南麓威俊城址所在聚落群团7，C型组织模式，所有的聚落群体呈线性

近距离分布。在东西向约 20公里的距离内集中分布有 5个聚落群，各群距离 3—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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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址都是所在聚落群团的核心。 

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的核心地位明显，因为所有的从属聚落群与聚落都超近距离地环绕

在城址的外围。 

山东日照尧王城城址的核心地位更突出，因为所有的从属聚落群与聚落都零距离环绕在

城址的外围。 

内蒙包头的威俊，虽然位置较偏，但仍可能是这个聚落群团的核心城址，因为面积最大，

约 6万平方米（图 3，3）。 

3，出现了多聚落的城址。 

    距今 5千年以前城址之所以面积小，皆单聚落，就因为当时最大的一体化组织也就是以

聚落个体为组织单位的聚落群，核心也只能是单独的聚落个体。但是，距今 5 千年以后，随

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不仅组织单位升级了，都变成了聚落群；而且核心也升级成了核

心聚落群。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城址内的居民也就从单聚落变成了 2个或以上的多聚落，

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聚落群。对此，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城址就是代表（图 3,1）。 

4，出现了核心聚落与核心聚落群共享的双城城址。 

由于核心聚落群的出现，又由于核心聚落群里面还有核心聚落，所以一体化聚落群团就

具有了“双核”的组织结构。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原来只有一个城圈的城址就变成了大

城套小城的“双城”模式。湖北天门石家河（图 3，1）、山东日照尧王城（图 3,2）就都是

这方面变化的典型。其中，石家河的小城位于大城之中；而尧王城的小城则位于大城一角。 

    5，城址的规模扩大了。 

由于以前的城址只有“单核”，只有一个核心聚落，所以面积都小，8万平方左右。但

距今 5千年以后，随着城址“双核”结构的出现，城址的规模面积大幅增长。湖北天门石家

河就是这方面变化的代表。屈家岭文化早期，谭家岭始筑小城，26万平方米；屈家岭文化

晚期，筑大城，120万平方米（图 3,1）。 

    6，城址开始成为聚落血缘社会的政治与军事中心 

由于距今 5千年以前就没有永久性跨部落的政治组织，所以一体化聚落群团就是史前最

早的政治组织。 

    一般而言，这种组织有三方面的基本特点。 

第一，虽然还是一种血缘组织，但各自地位的排比不再按辈分高低，而以实力为基础。 

    第二，永久性跨部落。 

    第三，集中统一领导与管理。 

 

（二）第二小段：作为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政治军事中心的阶段 

 

距今 4500年以后，由于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同时催生了三种新型的一体化聚

落组织，并标志人类社会的组织纽带从血缘化开始走向地缘化。 

1、作为聚落集团的核心城址 

以一体化聚落群团为核心近距离相聚而构成的超大型血缘聚落组织就是聚落集团，而作

为集团的核心城址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城址所在聚落集团有三种组织模式。 

湖北天门石家河石家河文化城址所在聚落集团8，A型，大量聚落，近 40个，以原有核

心聚落群为核心超近距离聚成一团（图 4,1）。 

湖南澧县鸡叫城石家河城址所在聚落集团9，B 型，以近 30个聚落构成的一体化聚落群

团为核心，周边环绕的聚落组织既可以是普通的聚落群，也可以是普通的聚落群团（图 4,2）。 

山东寿县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所在聚落集团10，C型，城址周边环绕的所有组织都是聚

落群团（图 4,3）。 

（2）出现了聚落群团居住和驻守的城址。 

由于聚落集团的组织规模比聚落群团大，而且有的聚落集团的组织成员也多见聚落群

团，所以有的核心聚落群团就成为了集团的核心。与此相适应，历史就出现了整个聚落群团

居住和驻守的城址，浙江余杭良渚瓶窑古城11即是代表（图 4,4）。在近 300万平方米的范围

内有大小不一的居住类遗址 17处，8个聚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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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距今 4.5—4 千年各地城址所在聚落组织群聚形态平面图 
（1 引自 2018年 12月本文作者实地考察所摄考古工地宣传图片，2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3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4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 

 

（3）出现了聚落集团共同居住和驻

守的城址。 

陕西神木石峁12就是代表。其中，

东西二座城里各有一个聚落群团，仅西

城目前的调查就已发现二个相距 800米

的独立的居住区，即聚落群（图 5） 

2、作为早期国家的都城 

    一般而言，所谓“都城” 就是国家

及诸侯国、封国的首都，又称“京城”、

“国都”。 

早期国家就是血缘组织之间，或只

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缘，合纵连

横结盟形成的血缘到地缘社会之间的过

渡性社会组织。 

有二种组织模式。 

A 型早期国家：本地聚落集团＋外

地聚落群团，特点是跨血缘不跨地域的

结盟。  

B 型早期国家：本地聚落集团＋近邻聚落集团，特点是又跨血缘又跨地域的结盟。  

 

 

图 5：陕西神木石峁古城平面图 

（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石峁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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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天门石家河就是 A型的代表（图 6,1），其中城址统领的聚落群团就是本地土生土

长的聚落组织，而东南方吴刘新场一带石家河文化时期新出现的聚落组织则明显是外来的。 

山东寿光青州交界处的聚落组织就是 B型的代表（图 6,2），其中边线王城址南北二边

不仅都有一个同时期的聚落集团，而且仅有 5.76万平方米属南方集团的边线王小城址还正

好位于二者之间，显示了双方以南方集团为核心结盟的良好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古国都城多数都是因为聚落组织之间关系的变动和调整而属性升级

了的城址，因而城址本身的结构和城址内外的聚落组织关系与原来相比并没有任何变化。 

 3、作为古国的都城 

古国也是一种聚落组织，只是组织之间的关系已不同以往。它不仅又跨血缘又跨地域，

还在不同血缘组织之间建立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由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血缘组织，相互改变的只是一种关系，所以古国的都城与早

期国家一样，都是血缘组织核心城址的自然升级，所有的建构与居民组织模式都与以往血缘

组织的核心城址无异。 

这种现象说明，当时社会变革的人缘基础主要依然还是血缘，变革的重点还是相互关系

的调整。 

    （三）第三小段：作为单一民族国家政治军事中心的阶段 

夏商周时期，有关国家的形态出现了重要变化，出现了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早期“方国”。

顾名思义，“方国”就是一方之国，地方之国。文献与考古表明，中国有二种方国。第一种，

早期方国，可以夏商周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单一民族国家，国体地缘化政体血缘化；第二

种，晚期方国，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主要诸侯国如齐、秦、楚等为代表，主要特点是多

民族国家，国体政体都地缘化。 

    一般而言,民族是一种晚于血缘社会血缘群体和组织的新型地缘化社会群体和组织。 

    民族之所以会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是史前血缘社会血缘组织之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规

模不断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类社会组织不断大型化整体化一体化的结果，是人类社

会组织纽带与方式不断由血缘迈向地缘的结果。 

    人类不同民族的区分与特点实际主要都是人的自然属性构成的。一方面是不同自然环境

 

图 6：湖北天门石家河、山东寿光青州史前早期国家聚落分布平面图 

（1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 ，2 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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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的结果，以致不同地区的人在外形、肤色、语言、饮食、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

另一方面，就是地域邻近，长期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以致同一地区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在使

用同一种考古学文化。但是，在史前，那些人的自然特点与有关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都没有

任何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因为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相应的生产生活实体完全是以血缘关系为纽

带而组成的。人们只认血缘，不认其他。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由血缘转向地缘，又随着一些古国势力的强大，以及在利益的

基础上追随者日益增多，以往独立分散的自然民族开始变成一种一体化的实体民族。事实表

明，夏商周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将自然民族转变为生产生活一体化的新型实体民族的代

表，而且以他们为主体所建立的国家也都属于单一民族国家或早期“方国”。 

    根据已有的发现，中国最早的单一民族方国都具有国家主体、民族、考古学文化“三位

一体”的特征与现象，国家的核心区域就是统治民族的所在区域，就是同一个自然民族的大

体范围，就是由许许多多以往原本不同血缘的组织在利益的基础上构成的统治民族的所在区

域，并与一定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至于被统治民族则分布在核心区的周围，

还使用与统治民族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 

与新的社会变化的形势相适应，夏商周时期城址的发展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由于国家的统治范围扩大了，统治的对象也升级成了周边不同的民族，所以城址

也出现了分级现象，即除了都城如河南安阳殷墟以外，还出现了类似湖北黄陂盘龙城一类地

方性的政治与军事中心。 

第二，由于当时单一民族国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国体地缘化政体血缘化，如西周“封建

亲戚，以蕃屏周”就是最好的证明，以致国家所有的城址都属于统治民族的核心血缘族体，

即核心聚落集团及其“亲戚”。 

第三，由于“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所以夏商周时期一些著名

的都城都没有高大的城墙，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河南安阳殷墟、陕西宝鸡周原。 

第四，都城的规模扩大了。其中，殷墟，位于小屯村周围，面积 15.6—30平方公里（图

7）13。 

 

图 7：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聚落分布平面图 

1、小屯大灰沟以内宫殿宗庙区的聚落群分布图，2、殷墟所有聚落分布位置图 

（1 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2 引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155113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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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都城的基本结构与史前晚期相同。 

由于夏商周时期都城都是所在民族核心血缘族体的核心聚落集团，所以都城的基本结构

与史前晚期并无大异。如安阳殷墟14（图 7），一方面所有居民都以聚落群团为单位，即使小

屯大灰沟以内，除了宫殿宗庙区以外，还住着一个核心聚落群团；另一方面地位高的群团就

距离小屯最近；再一方面，城内还存在大量只为核心血缘集团和亲戚服务的“世工世族”的

手工作坊。 

 
三、城址城市起源第三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中国城址城市起源的第三阶段，也是有关都城最早从血缘化的都城

变成地缘化的都城，从血缘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变成地缘化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阶段。 

都城之所以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出现了多民族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争霸高潮迭起，但各诸侯国仅依靠原来授封的周民族的力量则

远远不够，于是以单一民族为国家主体的政治体制被打破了，以前只有“国人”可以当兵的

制度也被废除了。 

 春秋初期，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 645 年， 晋国“作爰田”的同时“作州兵”，从而打

破了国、野的界限，开创了“野人”也可以当兵的先例。此后，只有“国人”可以从军的制

度逐渐向郡县征兵制演变。 

 显然，为了方国的独立与安全，也为了在各国之间争霸，从春秋开始不仅有关诸侯国都

变成了多民族的国家，而且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界线与地位差别也越来越模糊。 

2、国体政体都地缘化了 

为了强化对各地不同民族的一体化统治，也为了防止西周分封制最终导致各诸侯国独立

割据称霸的弊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始从以往的血缘化变成了地缘化。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变诸侯“分封制”为区域性的“郡县制”。 

第二，变贵族“世袭制”为官僚“任命制”。 

第三，兵员范围由“国人”扩大到“野人”。 

第四，法制初上历史舞台。 

3、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与民族隔阂都被铲除了。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会在城里引入西周初期在基层实施的“乡里制”，并改变为“里

坊制”，就是因为最终城里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单纯是统治民族核心血缘族体

的现象变成多民族共存，湖北荆州楚国郢都的“下里巴人”就是血缘与民族隔阂都被铲除了

的证明。当然，在“里”的周围筑起了高墙“坊”，也是为了防止各民族矛盾，防止冲突，

并便于“分而治之”的有效举措。 

4、出现了以独立个人为单位的阶级，，阶级矛盾开始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由于多民族国家与国家政体的地缘化、生产资料使用权的个人所有、商品经济的兴起与

发展、法治的出现，社会也出现了新兴的不属于不代表任何民族与血缘族体的官僚、地主、

富商、奴隶、个体农民。与此同时，社会也开始出现了以这些个人为单位构成的阶级。 

又由于当时各主要诸侯方国基本上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在同一个国家的内部，民族

矛盾下降了，阶级矛盾上升了，并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社会矛盾。 

应该说，以个人为单位的阶级的出现和存在实际也是社会文明化、地缘化的产物与标志。 

5、商品经济出现了高潮。 

由于国体政体的全部地缘化，实物地租的实行，土地使用权的完全私有，这不仅解脱了

劳动者被捆绑在土地上的枷锁，同时也激发了劳动者从事其他盈利职业的热情。于是，在社

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发展的高潮出现了，而商品经济

高潮的出现就是这一历史性进步最好的反映与证明。 

目前，考古所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如齐国燕国的刀币、三晋地区的

布币、秦国及其它各国的圜钱、楚国的“蚁鼻钱”等1，就都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高潮的最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51—4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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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见证。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以上变化促成这一时期中国城址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

化。 

1、城址开始地缘化分级。 

由于社会的地缘化，城址的分级完全地缘化了，并导致数量上出现了大幅增长的势头。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仅河北张家口地区就调查发现城址数量多达 36座，其中没有一座与

血缘组织和民族有关，而全部都是当时郡县行政机构的所在地与军事要塞15。 

2、城址的规模大小开始与行政军事等级相匹配。 

与史前城址的规模大小多数都与所在聚落组织实力有关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体

制的地缘化，城址的大小开始与行政军事等级挂钩，等级高城则大。其中，列国都城“多在

10平方公里—30平方公里之间”16。 

3、城内居民的组织模式出现了“里坊制”。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地缘化，从而导致以往单纯是统治民族核心血缘族体住

地的现象变成多民族共存的场所，湖北荆州楚国郢都的“下里巴人”的存在就是证明。 

4、都城成为了官营手工业的制作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最早成为“城市”的都是列国“都城”，而不是那些交通要道和

物产丰富的地点，其关键原因就是因为都城是官营手工业的制作中心。 

一方面，山东临淄齐故城的发掘就证明大量新兴的冶铸铁作坊都位于原来西周时期的城

区以内（图 8），显示支持新型手工业的人群就是原来统治者周民族的故人和后裔，并表明

这是一种官方的特意安排。 

 

另一方面，就是统治阶级政治与财富追求的需要。由于诸侯争霸，国家需要扩充实力；

又由于地缘政治的改革，官僚的财富表面上都是固定的“酬金”；于是，官营手工业就成了

统治阶级广开财源聚敛财富的一条时新之路。 

 

图 8：山东临淄齐故城手工作坊位置分布图 

图中灰色区域为西周城区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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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里出现了官营的“市”，城址变成了官营手工业与农业分工的城市。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最早成为“城市”的都是列国“都城”，而且这类都城里面都有官

方划定的区域和管理机构“市”。实际上，山东临淄齐故城考古发掘所出“中市”、“右市”

的陶器印文17就不仅证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存在，还证明了中国最早地缘社会的城乡分工本质

是官营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 

6、出现了新型的“宫城”。 

文献与考古都证明，由于都城已经开始成为地缘化统治与管理的治所，因此也相应地给

城址的布局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在已有的“外城”与“内城”之外又新出现了“宫

城”。 

    值得深思的是，在既有“内城”又有“外城”的前提下，为什么还要“宫城”呢？ 

    历史表明，所谓“内城”、“外城”的本质实际都是血缘社会的产物，与统治民族核心血

缘族体的分级有关。但是，战国时期，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国家政体不断地缘化和“郡

县制”的普及，贵族的“世袭制”变为了官僚的“任命制”，国家的统治者已不再是老旧的

血缘组织和“亲戚”，而是没有血缘没有民族界限的统治阶级。于是，在这种变化的背景下

就出现了名副其实的独立于所有血缘组织所有民族之外的属于统治阶级的“宫城”。因此，

“宫城”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纯粹地缘化的统治中心与政治中心。 

7、出现了“私学”。 

私学就是中国古代私人办理的学校，与官学相对而立。 

私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以孔子办学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私学作为教育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它冲破了商周以来只有贵族才有

“文化”，以及“学在官府”的历史局面和传统，将教育对象扩大到了普通平民。其次，私

学是专门的教育场所，并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使教育第一次成为

了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使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得到了新的发展。 

一般而言，它的出现成了地缘社会所有的人独立自主地追名逐利，也同时追求自由和思

想解放的阵地。 

 
结 束 语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既是血缘社会的终点又是地缘社会的起点，而且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

列变化不仅是一种历史变迁，更为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关于城址城

市起源的研究就只能到此为止。 

    事实证明，中国的城址与城市起源之路特色独具。但是，如果只用从国外引进的“区域

聚落形态”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研究，那这些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将全部融化并消失在晚期地

缘社会之中。因此，以史前血缘组织和聚落群聚形态为平台，以城内城外的居民组织为观察

城址属性和演变的平台，才是研究城址与城市起源正确和客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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